
 

 1 

虚拟社区意识、使用行为与 

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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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动政务是政府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如何使移动政务平台被公众接受并持续使用是政

府在数字时代应关注的一个重点。采用虚拟社区意识理论(SOVC)以及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模型(UTAUT2),利用一项

上海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虚拟社区意识在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中的作用机理。研

究结果表明，虚拟社区意识与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之间的直接联系是显著的，虚拟社区意识与移动政务平台持续

使用意愿之间呈正相关，而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没有显著相关性。基于研究结果与现有的理论

基础，探讨对我国移动政务建设的启示与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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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互联网技术正在深度地变革着公共治理，尤其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需求，这

对政府治理创新和数字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至 2020 年 12月底，我国手机上网用户数达到了 9.86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7%,我国在

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 8.43 亿，占网民整体的 85.3%,可见移动政务成了公众最普遍的在线政务服务使用行为。1“互联网+政务”

的理念使政府部门网络平台的合作深化，政务服务流程改革深入，政务服务效率提升。从传统纸质媒体到政务微博、政务微信，

再到政务 APP,形成了“两微一端”的移动政务平台模式。政府数字化转型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一直在不断地进步，公民与政府之

间的距离不断缩小。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公众对政务公开与线上政务服务的需求，将移动

政务平台在突然间推向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前台。然而，与此同时也显露出不少地方政府治理中的现实问题。 

在理论上，政务服务平台等媒介使用一直是数字政府治理学界比较重视的研究领域，其中以公众为中心是在线政务服务的

核心理念，2已有研究表明，公众的信息需求能够影响其对政务媒介使用偏好。3首先，有许多地方政府已将社交网络应用于移动

政务平台，作为改善与公众的交流沟通和提高公众信任度的方法，促进政务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其次，移动政务作为政府提供

公共服务的新模式，是面向公众的，其能否得到广泛的采纳、使用和扩散取决于用户的使用意愿；最后，移动政务平台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得到广泛应用并加速发展，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如何更广泛地使用，更要关注如何完善平台的成熟度与易

用度，提高服务质量，增加用户黏度。如何做到移动政务平台以公众为中心、及时满足公众需求、让公众持续使用仍然是一个挑

战。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在影响公众对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公众持续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意愿由什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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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这些疑问对于移动政务的建设与发展会有一定的帮助与启发，有益于提升公众的移动政务平台使用意愿和对公共服务的满

意度。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借鉴虚拟社区意识理论(SOVC)及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模型(UTAUT2),着重探讨公众对虚拟社区的认

知和意识，移动政务平台被公众采纳后的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来探究虚拟社区意识在移动政务

平台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中的作用机理，这对于推动移动政务平台的建设与有效利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综述、研究假设与模型建构 

(一)虚拟社区意识(Sense of Virtual Community,SOVC) 

社区意识理论最早由 McMillan 和 Chavis(1986)
4
提出，社区意识(SOC)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定义为

具有归属感、认同感与共同信仰。目前研究认为社区意识分为四个维度：成员资格归属感、影响力、需求满足情况、情感联系 5。

很多学者认为传统的社区意识也适用于虚拟社区，于是要引入虚拟社区意识概念，但 Koh 和 Kim 认为需求满足情况和情感联系

这两个元素并不是虚拟社区意识真正意义上的组成部分 6;成员资格和影响力才是最重要的组成元素。7 

虚拟社区意识(SOVC)是虚拟社区成员所拥有的一种归属感，是成员对彼此、对整个社区都能够产生影响的一种感觉。
8
SOVC

被定义为个体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为媒介的沟通对特定社区的归属、身份和依恋的感知。9那些与虚拟社区保持较强关系的

成员会产生更多的参与行为，而且更乐于与虚拟社区合作，从而通过不断的参与和互动提高知识共享水平和用户忠诚。虚拟社区

意识有三个形成维度：归属感、沉浸感和影响力，分别反映了虚拟社区成员的情感、认知和行为方面。10 

(二)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模型(UTAUT2)和用户使用行为 

在信息系统的接受与使用状况研究方面，技术采纳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是经典模型，它是由Davis 等学者

在做使用者对信息系统的接受度的相关研究时，从理性行为理论的角度在 1989 年制定出来的。11技术采纳模型认为信息系统的

行为意向通过直接影响直接决定了使用行为，而其他的因素则是通过影响行为意向，从而对使用行为产生间接的影响。通过对

TAM 模型进行深入分析可知，其主要以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这两方面为主要因素，对用户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产生影响。
12 行为人对特定工具的使用所带来的效率的感知程度即是感知有用性；而感知易用性主要指的是行为人对特定系统的使用程度。 

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模型(UTAUT2)比之前的 TAM 模型更为完整，并且更具解释力。Venkatesh等人为了对用户的技术使用意

向以及实际行为做出更全面更准确的解释，于 2003 年整合以前学者提出的八个信息技术采纳模型提出了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模

型。该模型的理论来源包含了理性行为理论、技术接受模型等八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努力期望、绩效期望、便利条件以及社群

影响四个因素决定了公众对于信息技术的采纳与使用。13 

于是有研究将此模型用于分析技术采纳后的用户使用行为。Jasperson等将技术采纳后的使用行为定义为个体在技术使用后

所进行的“无数特征采用决策、特征使用行为和特征扩展行为”。14大多数早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在不同的技术采用背景下后续

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关注于用户满意度分析。然而，近年的研究发现在特定的技术采用环境中存在其他具有更强预测能力

的因素。例如，Ong 和 Lin发现幸福感是在线社交网络环境下持续意愿的最强预测因子，他们认为探索新的构造可能有助于理解

持续使用该技术的意图。15但也有学者发现，主要由“羊群行为”驱动的技术使用导致在技术采用后的阶段中没有达到最初的预

期，从而增加了之前采纳使用的技术在后续被中断或放弃的风险。
16
 

(三)虚拟社区意识和移动政务持续使用意愿 

持续使用意愿被定义为一个公民在未来继续使用政务平台的程度。17与常常被用来衡量移动政务平台采纳的变量“技术使用

意愿”相比，
18
当用户已经体验过移动政务技术时，持续使用意愿被认为是更合适的变量。

19
有关移动政务用户持续使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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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是重点，学者们主要从微观层面探索影响移动政务用户持续使用的影响。涂文琴主要基于 ECM-ISC模型、习惯理论与执

行意向理论，对其进行了深入探究。20李永忠等人则基于更进一步拓展的 ECM-ISC 模型，并在 TTF 模型基础上引入使用习惯因素

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持续使用意愿和使用习惯都与移动政务 APP 持续使用行为呈正相关，而便利条件会对持续使用行为产

生正面作用。21还有学者针对实用型移动 APP 用户构建了一个测量模型，证实感知费用、感知有用性、感知用户界面设计、期望

确认以及习惯这五个自变量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呈正相关。22张晓娟、谢志成和邓福成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务 APP 的系统安全、服

务功能与服务关怀对用户持续使用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3 

然而，现有研究文献很少研究虚拟社区意识在移动政务使用情境中的特殊性及其对移动政务持续使用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这给本研究留下了相应的研究空间。以上对于理论的探讨构成了本文提出研究假设的重要理论基础。首先，已有研究已经证实了

虚拟社区意识对于增强虚拟社区中的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24
Chen等发现当个人偏爱一个社区时，虚拟社区意识与消费

者情境下的行为忠诚呈正相关。25Mijail 等人对在线参与式预算项目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虚拟社区意识与公众电子参与平台的使

用行为呈正相关。26因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虚拟社区意识(SOVC)对公众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有正面影响。 

其次，虚拟社区意识(SOVC)可能与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行为的意愿有直接关系，而且该行为可能在该社区成员之间存在

联系时增强，27研究表明公民的虚拟社区意识水平与电子参与的持续使用呈正相关。有学者认为，与归属感较弱的人相比，具有

较强归属感的人会在虚拟社区中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并对该社区逐渐产生依赖。28当用户对某个虚拟社区产生高归属感时，就

会认为自己是该虚拟社区中的一员，并会努力、自主地发布有利于该虚拟社区发展的信息，不断影响该社区的其他成员，同时投

入更多时间向其他成员学习，最终与社区成员以及整个社区产生一种情感上的认同。29因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虚拟社区意识(SOVC)对公众持续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意愿有正面影响。 

最后，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与理论基础，如果当用户已经体验过移动政务技术，并一直通过移动政务平台获得了更多便利或

对社会做出贡献，他就会一直保持使用这个系统的意愿。Mijail 等人也研究了虚拟社区意识对公众持续使用电子参与平台意愿

的间接影响。30因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H3.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对公众持续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意愿有一定的影响。 

(四)研究模型的构建 

除了上述两两变量间的相关性假设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这些变量之间的中介作用机理。中介效应发生在第三个变量介入

(中介)其他两个相关变量之间，即独立变量的变化会导致中介变量的变化，而中介变量又会与因变量产生关联。假设虚拟社区意

识与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呈正相关，那么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在虚拟社区意识和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之间可能

会存在中介作用。因此，提出如图 1结构模型图所示的研究模型。为了简化理论，该模型只有一个中介关系，是一个简洁的中介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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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虚拟社区意识、使用行为和持续使用意愿作用机理结构模型 

三、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变量测量 

在本文中，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政务微信、政务微博、政务客户端，即“两微一端”以及新兴的政务短视频、政务小程序等

移动政务平台。 

1.虚拟社区意识(SOVC)。 

本研究采用了 Koh 和 Kim 等人的经典定义，测量虚拟社区意识的三个形成维度：归属感、沉浸感和影响力。31 

归属感：指成员作为社区一分子的归属感。成员可能会对虚拟社区所使用的信息技术产生强烈的影响，当一群公民或社区成

员实现同一个目标时，他们可能会体验到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即使他们并不认识彼此。调查中通过以下选项来测量：“我觉得

是政务平台社区中的一个成员”“我觉得我很乐于参与政务平台社区”“我觉得我在政务平台社区很受欢迎”等。 

影响力：指一个成员认为他们可以影响虚拟社区中的其他成员来分享个人观点或目标的程度。互联网促进了社会公众之间

的相互影响。在一个虚拟社区中，公民可能会体验到对他人决定的影响力从而保持对这个虚拟社区的兴趣。问卷中设置了以下选

项来测量：“无特定目的，随意浏览，娱乐自我或获取信息”“较为被动地参与由其他人所发起的活动及讨论议题”“主动参与

由其他人所发起的活动及讨论议题”“发起讨论议题或规划活动以吸引其他社区成员参与”“日常潜水，很少发表评论或想

法”“经常发表一些话题或参与讨论”等。 

沉浸感：指公民在使用系统时可能体验到的持续探索状态。当成员在虚拟社区中讨论有意愿的项目时，他可能会沉浸在讨论

当中。32问卷中通过调查公众在移动政务平台上搜索信息的沉浸程度来测量，比如“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移动政务平台上搜索与浏

览相关信息”“我沉迷于使用政务平台”“我必须使用政务平台”等。 

2.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USE)。 

主要通过调查询问受访人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前及疫情期间，是否关注或使用过移动政务平台，获取有关信息的主

要移动政务平台类型和行为等。比如“您经常参与的社交网络”“您在使用社交平台时会进行以下哪些操作?”“您接触、访问

或使用下列政务公开及公共服务等应用 APP 的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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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续使用意愿(CIU)。 

移动政务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是要测量一个公众在使用过移动政务平台之后，在未来继续使用政务平台的程度，设置的问

题是“此次疫情过后，您会想在将来继续使用移动政务平台吗?”比如选项：“我以后还会继续使用移动政务平台”“我以后还

会经常使用移动政务平台”。 

4.控制变量。 

根据前文中提及的习惯理论、执行意向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等，将习惯和便利条件作为控制变量可能有助于了解移动政务

平台被采纳使用后的驱动因素。习惯和便利条件是技术接受和使用的广义统一理论(UTAUT)中选取的一部分变量。此外，本次调

查还设计了以移动政务用户的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中控制变量为年龄、性别、便利条件和习惯。 

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与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相关的外部因素，如来自政府、方法和推广系统使用的支

持和资源的可用性等都可能会影响公民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行为。这些外部因素包括在便利条件中。33便利条件指的是个体对资

源存在的感知和对使用技术的支持。调查中通过以下选项来测量：“我有使用政务平台的必要资源”“我有使用政务平台的必

要知识”“政务平台与我使用的其他技术兼容”“当我使用政务平台有困难时，我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 

习惯(Habit)。习惯是通过行为的不断重复所积累的经验并演变成为的一种本能，34影响用户习惯的 3个因素是环境的促进、

产品使用的频率和用户的认可度。曾有研究表明，一旦习惯形成，它就会与未来的使用行为有直接的联系。35有学者评估发现习

惯与持续使用移动政务服务的意愿呈正相关。36习惯可能会对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设置的问题是“使用

移动政务平台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移动政务平台使用的频率”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使用过移动政务平台的公众为调研对象，采取在网络上发放电子问卷的方式获取数据。变量定义参考已有的文献

与相关理论，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年龄、性别、最高学历等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对政务服务信息的了解与获取信息的来源、渠道；

与研究假设相关的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由华东师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与澎湃研究所联合发起的“新冠肺

炎疫情与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的调查”。其中有关疫情信息获取的渠道和政务服务应用平台的类型在选项的设置上借鉴了清

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的“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在 2020 年 2 月 6 日至 3 月 24 日期间通过

网络调查平台实施，问卷是在线上发布，联合澎湃新闻客户端进行发放。样本来自于全国各地，由于里面涉及到具体的社区通等

移动政务平台仅上海市采用，所以最后本研究问卷结果中只显示了来自于上海市的样本，经过数据清理后，最后实际用于本文分

析的有效问卷共 395 份。 

本文利用 SPSS23 与 SmartPLS 软件，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对假设进行验证与分析

以及对所提出的研究模型进行评价；采用描述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对问卷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进行分析并从中发掘有意

义的发现。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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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调查者基本信息。 

本研究关于被调查者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1 所示。395 份样本中，其中男性占 40.5%,女性占 59.5%;样本总体学

历偏高，83.8%的受访者学历在本科及以上；88.9%的受访者网龄在 4年以上；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年龄在20～29 岁之间。由于问

卷中设计了逻辑跳转题，用于区分受访者是否使用了移动政务平台，该题选择“是”的样本可用于回归分析、独立样本检验、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样本数为 217份，占收回问卷总样本数的 54.9%。这意味着本研究中，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使用了移动政务平台，移动政务平台的普及度可见一斑。 

表 1被调查者基本信息 

题项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60 40.5 

女 235 59.5 

最高学历 

初中 11 2.8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29 7.3 

大专 24 6.1 

本科 203 51.4 

硕士及以上 128 32.4 

网龄 

1年以下 1 0.3 

1～2年 12 3.7 

3～4年 31 7.8 

4 年以上 351 88.9 

年龄 

19 岁或以下 14 3.5 

20-24 岁 166 42.0 

25-29 岁 51 12.9 

30-34 岁 42 10.6 

35-39 岁 29 7.3 

40-44 岁 46 11.6 

45-49 岁 20 5.1 

50-54 岁 13 3.3 

55-59 岁 7 1.8 

60-64 岁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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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岁或以上 3 0.8 

是否使用过移动政务平台 

是 217 54.9 

否 178 45.1 

 总计 395 100.0 

 

由于可用于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 217 个样本中性别为男性的样本数为 73,女性样本数为 144,样本数相差较大，

所以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显著性值均大于 0.05,说明不同性别对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

意愿的影响并无差异。 

2.样本描述统计分析。 

此次问卷发放获得的 395 个样本中有 54.94%的受访者在疫情期间使用了移动政务平台，这 217 位受访者最常使用的移动政

务平台是政务微博(如上海发布等官方微博账号)(60.37%)与政务微信(如上海发布、上海健康云等官方微信公众号)(58.53%),其

次是政务 APP(例如上海市的“随申办市民云”“上海 12345”“上海健康云”等 APP)(39.63%),使用过政务服务小程序(微信、

支付宝小程序)和政务短视频(抖音、快手)(如“上海中心”)的受访者均占总人数 29.95%。随着“健康码”等新型措施的问世与

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使得问卷发放后期使用过移动政务平台的人数占比大大提高。使用过社区治理云服务(社区通、本地宝等)和

“随申码”等专用政务 APP的比例均超过 6成。约 40%的受访者平均每周使用移动政务平台 4次以上，26.73%的受访者每周使用

移动政务平台超过 6次。 

对于移动政务平台的持续使用意愿方面，49.31%的受访者表示有在未来继续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想法，39.17%回答以后还会

继续使用移动政务平台，11.52%的称以后还会经常使用移动政务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前没有使用过移动政

务平台，疫情暴发之后才首次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人占受访者的 17.51%,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移动政务平台的采纳与使

用行为。然后，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探究疫情期间是否初次使用对持续使用意愿之间的差异性分析。方差齐性检验的显著性值小

于0.05,后面的显著性值都小于0.05,说明疫情期间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是否是初次使用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有着显著差

异。 

(二)信度与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 

使用 SPSS23 中的可靠性功能对信度系数值(Cronbach Alpha)进行分析，变量移动政务使用行为(USE)有 10 个题项，Cronbach 

Alpha 系数>0.8,代表信度很好，数据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可靠性较强；虚拟社区意识(SOVC)这个变量有 3个题项，系数>0.7,

信度较好，可靠性较强，此问卷设计较为合理；因为持续使用意愿(CIU)这个变量只有 1个题项，所以未做信度分析(表 2)。 

表 2信度分析 

变量名称 样本个数 Cronbach Alpha值 项数 

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USE) 217 0.8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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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社区意识(SOVC) 217 0.757 3 

 

2.效度分析。 

使用 SPSS23 的因子分析功能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检验问卷的效度，通过 KMO 测度和 Bartlett球性度检验验证问卷的有效性，

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在效度分析中，KMO 值为 0.841(>0.8),Bartlett 球性度检验的显著系数是(0.000<0.05),表示此问卷效度

良好(表 3)。 

表 3效度分析 

KMO 和 Bartlett的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41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862.553 

自由度 91 

显著性 0.000 

 

(三)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的多元回归分析 

由 SPSS23相关分析可知，自变量虚拟社区意识(SOVC)与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和持续使用意愿相关性的显著性值均<0.05,

说明虚拟社区意识与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有显著相关性，虚拟社区意识与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也有显著相关性(表 4)。 

表 4相关分析 

 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 虚拟社区意识 持续使用意愿 

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 1   

虚拟社区意识 0.300** 1  

持续使用意愿 0.127 0.142* 1 

**.在 0.01 级别(双尾),在 1%的统计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在 0.05级别(双尾),在 5%的统计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在控制变量中，“年龄”进行了重新编码，使“25岁以下”=1,“25 岁及以上”=0,同时，将“最高学历”这个变量进行虚

拟化处理，将占比最高的“本科”学历作为对照组。当加入五个控制变量时，虚拟社区意识(SOVC)对移动政务使用行为(USE)影

响的线性模型增加解释的 R 方为 0.180,显著性 F 变化量为 0.00,说明控制变量的加入是有意义的。控制变量“性别”“年

龄”“习惯”的显著性值远大于 0.05,在因变量移动政务使用行为(USE)上没有统计学意义；“便利条件”的显著性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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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最高学历”的显著性值为 0.014,在因变量移动政务使用行为(USE)上有统计学意义。便利条件与移动政务使用行为(USE)

呈正相关；而最高学历与移动政务使用行为(USE)呈负相关。R方决定了模型的预测能力，此线性模型解释了 18%的移动政务使用

行为变化。F 值对应的显著性值为 0.00,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影响关系，自变量虚拟社区意识(SOVC)的 B 值与 Beta 值均大于

0,B 值约等于 0.4,说明影响方向为正向影响(表 5)。 

而在虚拟社区意识(SOVC)对移动政务持续使用意愿(CIU)影响的线性模型中，加入五个控制变量后，增加解释的R方为0.088,

显著性 F 变化量为 0.023,是有意义的。“性别”“便利条件”“最高学历”“年龄”的显著性值大于 0.05,在因变量移动政务

持续使用意愿(CIU)上没有统计学意义；“习惯”的显著性值小于 0.05,在因变量移动政务持续使用意愿(CIU)上有统计学意义。

R方决定了模型的预测能力，此线性模型解释了 8.8%的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F值对应的显著性值小于 0.05,说明自变量

对因变量有影响关系，自变量虚拟社区意识(SOVC)的 B值与 Beta 值均大于 0,说明影响方向为正面影响。习惯与移动政务持续使

用意愿(CIU)呈显著正相关。 

表 5不同因素对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的回归分析 

  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USE) 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CIU) 

自变量 虚拟社区意识(SOVC) 0.376**(4.458) 0.211*(2.560) 

控制变量 

习惯 -0.071(-1.176) 0.171
*
(2.346) 

年龄 0.067(0.673) -0.075(-0.621) 

性别 -0.080(-0.952) -0.035(-0.343) 

便利条件 0.154**(3.422) 0.087(1.591) 

初中 0.446(1.960) 0.377(1.368) 

高中/中专/职高 0.075(0.430) -0.017(-0.080) 

大专 0.195(0.967) 0.321(1.311) 

硕士及以上 -0.116(-1.063) 0.161(1.219) 

常量 1.606
**
(7.271) 1.012

**
(3.778) 

R 方 0.18 0.088 

F 值 5.054** 2.211** 

 

注：表中值为非标准化系数 B,括号内为 t值，*、**分别代表在 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如表 6所示，将控制变量“年龄”重新编码成为连续虚拟变量，并选取“年龄 20～24岁”为对照组进行回归分析；将定类

变量“最高学历”做虚拟化处理，并选取“本科”学历作为对照组。 

增加连续虚拟变量后，“性别”“习惯”的显著性值大于 0.05,在因变量移动政务使用行为(USE)上没有统计学意义，总的

来说“性别”“习惯”“年龄”对 USE 没有显著的影响。“便利条件”“最高学历”的显著性值小于 0.05,在因变量移动政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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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为(USE)上有统计学意义。 

增加连续虚拟变量后，“性别”“便利条件”的显著性值大于 0.05,在因变量移动政务持续使用意愿(CIU)上没有统计学意

义；“习惯”的显著性值小于 0.05,在因变量移动政务持续使用意愿(CIU)上有统计学意义。这也和表 5中的结果一致。 

表 6不同因素对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的回归分析(连续虚拟变量) 

  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USE) 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CIU) 

自变量 虚拟社区意识(SOVC) 0.370**(4.311) 0.168*(1.617) 

控制变量 

年龄小于 19岁 -0.382(-1.598) 0.044(0.151) 

年龄 25～29 岁 -0.089(-0.714) -0.028(-1.189) 

年龄 30～34 岁 -0.307(-1.794) 0.226(1.092) 

年龄 35～39 岁 -0.061(-0.293) 0.194(0.776) 

年龄 40～44 岁 -0.103(-0.566) 0.219(0.998) 

控制变量 

年龄 45～49 岁 0.038(0.179) 0.385(1.480) 

年龄 50～54 岁 0.040(0.149) 0.555(1.720) 

年龄 55～59 岁 0.495(0.866) -0.504(-0.728) 

年龄 60～64 岁 0.249(0.630) -0.647(-1.357) 

习惯 -0.059(-0.954) 0.163*(2.189) 

性别 -0.085(-0.987) -0.010(-0.100) 

便利条件 0.161**(3.465) 0.087(1.550) 

初中 0.457(1.771) 0.176(0.565) 

高中/中专/职高 0.102(0.494) -0.140(-0.560) 

大专 0.213(0.951) 0.102(0.376) 

硕士及以上 -0.108(-0.942) 0.086(0.621) 

常量 1.679**(7.168) 0.899*(3.168) 

R 方 0.210 0.125 

F 值 3.111** 1.671* 

 

注：表中值为非标准化系数 B,括号内为 t值，*、**表示在 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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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动政务平台影响路径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此研究采用 PLS-SEM(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模型进行评价，使用的软件是 SmartPLS3.0。路径系数代表因变量与

自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本文中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由 SmartPLS3.0 默认的 PLS 分析算法运算得出，为了结论的准确性与稳定

性，选择的迭代次数为 5000 次。同时，使用了该软件中的 Bootstrapping 算法反复抽取 2000 子样本的方式进行多次运算，对

路径系数的显著性进行估计。Bootstrapping 算法是指利用有限的样本数据，进行多次重置随机抽样，建立起足量的新样本用来

代表原来的样本分布与特征。由于这个算法每次运算所抽取的样本都是不同的，所以每次运算所得到的数据都是不同的，而抽取

足够多的样本量可以使得这些数据差距变小变得很相似，从而使得对模型显著性的估计结果更具可信度。若 Bootstrapping 算

法运算得到的 P值总是小于 0.05,则表明该路径具有显著性。 

图 2 为 PLS 算法运算后得到的结构模型，箭头中间的数字代表每条路径的路径系数 R,圆形中的数字是 R 方，此模型解释了

11.2%的使用行为变化和 3.1%的持续使用意愿的变化。 

 

图 2虚拟社区意识、使用行为和持续使用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 

如表 7所示，通过 PLS算法运行结果，得到虚拟社区意识(SOVC)对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USE)的影响路径系数为 0.334;通

过使用 Bootstrapping算法反复抽取 2000子样本进行运算对路径系数的显著性进行估计，得到 P值为 0.000,说明该路径具有显

著性。有效的路径表明假设 H1得到了支持，即虚拟社区意识(SOVC)与公众对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USE)呈显著正相关。 

虚拟社区意识(SOVC)对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CIU)的影响路径系数为 0.130;通过使用 Bootstrapping 算法进行运算

对路径系数的显著性进行估计，得到 P 值为 0.048(<0.05),有效的路径表明假设 H2 得到了支持，虚拟社区意识(SOVC)与公众持

续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意愿(CIU)呈正相关。 

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USE)对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CIU)的影响路径系数为 0.084,此路径对应的 P 值为

0.117(>0.05),进行多次 Bootstrapping 运算得出的 P 值始终都大于 0.05,说明此路径系数不显著，即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背景

下公众对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文中所构建的结构模型的中介效应不成立。 

表 7 Bootstrapping 分析 

 初始样本(O) 样本均值(M) 标准差(STDEV) T 统计量(|O/STDEV|)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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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C->CIU 0.130 0.129 0.078 1.665 0.048 

SOVC->USE 0.334 0.345 0.063 5.342 0.000 

USE->CIU 0.084 0.08 0.07 1.192 0.117 

 

注：图中 SOVC为虚拟社区意识，USE 为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CIU 为持续使用意愿。 

最后，将 SmartPLS3.0对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与SPSS23 的回归分析结果进行对照，结论基本符合。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虚拟社区意识在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中的作用机理。基于上海市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研究

发现虚拟社区意识与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之间的直接联系是显著的，虚拟社区意识与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之间呈正相

关，而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没有显著相关性。 

首先，本研究分析得出虚拟社区意识(SOVC)与公众对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呈正相关，说明假设 H1成立。这个结论是与

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的。37具有较强归属感的人会在移动政务平台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并逐渐产生依赖，认为自己是移动

政务平台中的一员，并会努力、自主地在该平台发布信息，不断影响该平台的其他成员，同时投入更多时间向其他成员学习，与

其他成员之间产生一种情感上的认同。 

第二，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便利条件与使用行为呈正相关，而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习惯对持续使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三，虚拟社区意识(SOVC)与移动政务平台的持续使用意愿呈正相关，说明假设H2成立。但是，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

与持续使用意愿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假设 H3不成立。这与 Mijail 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结构模型不一致。
38
在本文情境下，虚拟

社区意识与持续使用意愿有直接相关，而不是通过影响使用行为从而影响持续使用意愿。本文的结构模型经分析验证后不存在

中介效应。那么如何解释其为何没有发生影响作用?也许可以从三方面来加以解释：首先，中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非常高，

几乎百分之百，而且对于移动政务平台的接纳度很高，日常手机支付成为常态，多数赞同为了方便可以舍弃一些隐私和安全，因

而虚拟社区意识强的人自然更愿意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移动政务平台的持续使用意愿也就更强；而在多数西方国家，网民即使虚

拟社区意识强，但要么考虑隐私和安全问题较多，要么移动政务平台使用场景不是太多，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受到实际使用行

为的调节，只有使用过程中体验较好的人其持续使用意愿才会更强；其次，按常理，使用行为会影响持续使用意愿，使用的频率

和体验会直接影响其持续使用意愿；如果体验不是太好则会起相反作用，所以当使用范围广、频率高但持续使用意愿不强，这说

明使用的体验不是太好，干扰了其持续使用意愿。这提醒我们要更加注重改善移动政务平台的用户使用体验，优化平台使用流

程，提高服务质量，增加用户黏度；最后，这可能是因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定背景下，一些被公众广泛使用的功能在将来疫情

结束后就会失去使用的意义；另外，公众可能存在被动采纳与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可能性，在某些地区移动政务平台被指定用作

预约口罩等防疫物资的平台，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防疫健康信息码被用于个人健康状况的认定。本研究的受访者中有约

17.5%是在疫情暴发之后才首次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疫情促进了公众对于移动政务平台的采纳与使用行为。从之前的独立样本

检验中可知，疫情期间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是否是初次使用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或许疫情对移动政务平

台的采纳与使用行为的影响不能延续到疫情结束后的后续使用中。综上，所以才出现似乎与常理不符的现象，既然实证结果确实

如此，这算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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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我国移动政务建设的启示 

由于疫情而采纳与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公众与疫情之前就使用过移动政务平台的公众之间，持续使用移动政务平台的意愿

存在显著差异。疫情期间公众对移动政务的需求与使用对移动政务平台的发展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疫情对移动政务平台的采

纳与使用行为的影响可能不能延续到疫情结束后的后续使用中，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提高用户黏性与忠诚度，如更好地实现用户

间的互动。 

在本研究中，便利条件与使用行为呈正相关，政府可以通过提升系统的信息易得度与设备的使用兼容度、操作容易度，促进

公众对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使用习惯与持续使用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习惯在移动政务平台采纳使用的后续阶段是

持续使用意愿的强大驱动力，政务平台可以提高与用户间的互动性与趣味性，设计每日打卡积分、每日互动小论坛等活动，培养

用户的使用习惯，从而提高用户黏性与忠诚度。 

(三)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线上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对我国移动政务公众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进行实证研究，有一定

的理论以及现实基础，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移动政务的使用对象为上海的公众，但最终收集到的有效样本一共只有 395 份，在样本数量上不足以代表我国公众使

用移动政务平台的总体情况；并且本文选取的这395 位调查对象无论在地理信息上，还是在年龄、性别、学历等其他特征上，都

不足以代表我国公众。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扩大调查的地域以及样本数量，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二，对于可能存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互为因果或者不同变量作为因果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已经采用结构方程识别出

了中介效应，也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排除多重共线性，所以不“存在虚假因果关系”。虽然我们选择的变量提供了可靠的结果，但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遗漏变量或非线性的可能性，这可能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解决。 

第三，本研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进行的，疫情的特殊性使得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平常时期的研究结果可能会有

所不同。本文是对现有的所有移动政务平台整体这个对象进行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评估不同的环境背景和不同的移动政务平

台，还可以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研究结论做比较，探讨在不同的情境下或不同的移动政务平台结论是否会有不同。 

此外，这一研究结果又要联系到虚拟社区意识在移动政务使用情境中的特殊性，并回答移动政务是如何构建用户的虚拟社

区意识的问题。移动政务平台如何增强了虚拟社区意识，可能是有更大现实价值的研究主旨。网民的虚拟社区意识此前主要在政

府留言板、网络论坛 BBS、微博 PC 客户端等非移动政务平台使用情境中形成的。对于两微一端等移动政务平台使用情境的虚拟

社区意识，则产生于便携式移动网络终端设备更大的便利性使得各类移动通讯客户端交流平台广泛使用从而形成了新型的更为

便捷、快速、随时随地随身的移动虚拟社区交流方式。这样所形成的移动虚拟社区意识自然有其特殊性，需要对此深入的研究。

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个是虚拟社区意识的形成机制复杂，可能涉及到心理、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等更为宏观层面的机制，从

移动政务平台运用到增强社区意识之间作用机制的逻辑链条，目前并不明确，更是缺少现有研究文献支撑这一论点。比如仅从公

私合作视角来看，不同地方政府在建设移动政务平台等数字政府过程中的思路和模式就呈现出较大差异，39更遑论其它。这里只

是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推论，需要后续深入研究验证。另一个是本研究结果似乎并不支持移动政务平台明显增强了虚拟社区意识

这一理论假设。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虚拟社区意识与移动政务平台的持续使用意愿呈正相关，但是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与持

续使用意愿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就是说，从现有研究结果难以推导出以下机制：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通过提高了公众对移动

政务平台的持续使用意愿，从而增强了他们的虚拟社区意识。这说明在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和虚拟社区意识的中间可能存在

其它尚未被识别出来的机制。因而，对于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者如何形成良好的社区意识这一问题，后续还需更多探索性研究与

验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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